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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绿色发展势头良好，以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持续下降、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不断减少为标志的大

气污染防治成效突出；然而大气污染防治的结构性、根源性压力依然存在，如PM2.5二次成分占比上升、O3浓度维持高位振

荡态势，表明我国大气环境治理仍面临严峻挑战，亟需统筹应对多目标协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等压

力。本文剖析了我国大气环境治理的基本形势，辨识出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理论创新不足、释放碳污治理协同增效潜力成为

亟需、大气环境多尺度一体化治理策略有待构建等面临的突出挑战；进一步阐释了区域 ‒ 全球大气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作

用，跨圈层多污染物、多介质过程的相互作用机制等大气环境问题的内在关联，提炼出由大气氧化性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大

气环境系统治理的创新技术链构成的大气环境问题系统治理关键体系。建议开展国家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顶层设计、启动大

气环境系统治理的科技创新项目、构建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管理机制、部署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行动计划，以科学推动我国

大气环境问题系统治理，逐步增强大气环境人群健康与生态风险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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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videnced by the sustained decline in annual average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PM2.5) concentration and continuous reduction of 
heavy pollution days. However, the structural and essential stress on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remains prominent, as manifested by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secondary components in PM2.5 and the high-level fluctuations of ozone concentration, indicating that severe 
challenges remain i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highlighting the urgent need to address multiple pressures, 
including multi-objective synergy, multi-pollutant collaborative control, and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nvention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China, identifying prominent 
challeng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systematic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governance, urgent needs to harness 
the potential of synergistic effects from carbon-pollution co-governance, and the requirement for formulating multi-scale-integrated 
air-quality management strategies. Furthermore, it elucidat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s among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issues, 
particularl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regional and global atmospheric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cross-sphere mechanisms of multi-
pollutant, multi-media processes. A critical framework of systematic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s proposed, comprising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of atmospheric oxidation capacity, along with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chains of systematic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are outlined, including implementing top-level design for systematic 
governance, initiating scientific innovation programs for holistic pollution control, establishing coordinated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deploying action plans. These measures aim to advance systematic air-quality management in China and enhance health risk 
prevention and ecological risk control capabilities i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governance.
Keywords: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systematic governance; atmospheric oxidation capacity; climate change; cross-sphere multi-media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nventions

一、前言

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位于国家全局工作的突

出位置，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出现全局性变化。随着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年）、《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

动计划》（2023年）等的推进实施，我国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13—2023年，在国内生产

总值（GDP）增长 78%、能源消费增加 37%的情况

下，全国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下降54%、重

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减少82%[1]，空气质量改善成效在

世界大气污染治理进程中具有代表性[2~4]。我国秉持

负责任的大国的态度，签约并履行了大气环境领域

的多项国际协议和公约，提出了力争2030年前实现

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大气环境保护依然面临

结构性、根源性压力，如 PM2.5二次成分在质量浓

度中的占比继续呈上升趋势，全国重点城市群区

域的二次颗粒物占比超过 50%[5]。随着一次污染物

末端治理的减排贡献逐步下降，大气污染物的减

排空间逐步收窄，PM2.5质量浓度下降趋缓[6]。重点

区域和城市O3浓度维持高位振荡态势，尚未进入

稳定的下降通道。国际环境公约的履约压力也显

紧迫。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全球环境履约尚未

实现多目标协同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不利于统

筹解决大气环境问题，也难以实现 PM2.5、O3浓度

的同步下降。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这一本质特征要求大气环境系统治理需要从大气环

境质量根本改善的需求出发，调控人类活动与自然

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2023年）提出的“四个重大转变”“五个协同”论

述，也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战略机遇和科学指

导。本文面向我国空气质量改善、国际环境履约协

同的实际需求，客观分析当前我国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存在的问题，探讨提出我国大气环境问题系统治

理的构思设想。

二、我国大气环境治理的基本形势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

组成部分，随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大气环境问

题的演变而不断深化，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消烟

除尘（1972—1990年），采取排放浓度控制的思路；

酸雨和 SO2控制（1991—2000年），采取排放控制

向总量控制过渡的思路；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2001—2010年），采取以总量控制为核心的防控思

路；区域复合型污染防治（2011年至今）[7,8]，采取

以质量控制为核心的防控思路。随着大气环境问题

从煤烟型污染向以 PM2.5、O3为特征的区域复合型

污染演变，大气环境政策也从以污染物排放浓度控

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为重点，逐渐转向以大气

环境质量改善、气候变化缓解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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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气环境问题系统治理的构思

（一）环境空气质量根本改善依然任重道远

十多年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实现历史性

变革，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3年，

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PM2.5，可吸入颗粒物

（PM10），O3日最大8 h平均值第90百分位数，SO2、

NO2、CO 日均值第 95 百分位数年均浓度分别为

30 μg/m3，53 μg/m3，144 μg/m3，9 μg/m3、22 μg/m3、

1 mg/m3。2016—2023年，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从83.1%上升至85.5%[1]。然而，结合

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需求来看，大气污染态势依

然严峻，2023年部分区域和城市的空气污染甚至出

现反弹，实现“美丽中国”大气环境质量目标面临

不小的挑战。

PM2.5仍是导致城市空气质量超标的主要污染

物之一，2023年339个城市中仍有105个PM2.5浓度

超标[1]；2019年我国人口加权的PM2.5暴露水平约为

40 μg/m3，在20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靠后[9]。我国

现阶段PM2.5水平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第三阶

段指导值（15 μg/m3）依然存在差距，因而持续降

低PM2.5浓度仍是空气质量改善的重点方面。

以末端治理为主的污染治理成效逐渐收窄，导

致PM2.5浓度下降趋缓。2015—2022年的全国PM2.5浓

度持续下降，年均降幅为2 μg/m3，但2019年之后明

显放缓（1.8 μg/m3），2023年甚至出现反弹。与此同

时，PM2.5二次成分占比呈上升态势。我国162个实

地测量的有机气溶胶（OA）来源解析结果表明，

2013—2020年观测点平均OA浓度从20.6 μg/m3下降

至 9 μg/m3，二次有机气溶胶（SOA）质量分数从

53%增长到69%[5]。PM2.5质量浓度进一步降低的难度

和成本逐步加大。

O3浓度尚未进入下降通道。大部分城市和地区

的O3浓度呈现高位振荡或波动上升态势，长时间、

大范围的O3污染时有发生，成为多数城市超标的主

要污染物[10,11]。2023年，339个城市中有 79个的O3

浓度超标，明显影响优良天数的比例，以O3为首要

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总超标天数的 40.1%，超过了

PM2.5的占比（35.5%）。2019年，我国人口加权的

O3暴露水平约为 124.3 μg/m3，在 203个国家和地区

中位于第195位[9]。从年平均值来看，以WHO第二

阶段目标值（120 μg/m3）衡量，O3污染形势更加严

峻；2023年我国仅有44个城市O3达标，4个城市达

到WHO指导值（100 μg/m3）。

（二）履约国际环境公约面临多重压力

我国积极承担国际环境治理责任，签约并履行

多项大气环境领域的国际协议和公约，提出了“双

碳”目标。我国加入《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

利尔议定书》（1991年）后，不仅如期实现各阶段

履约目标，而且在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方

面取得显著成效，累计淘汰ODS约5.04×105 t，同时

避免约2.3×1010 t CO2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12]。在《关

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2001年）

履约方面，我国全面淘汰包括林丹、硫丹、六溴环

十二烷在内的20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大

幅削减二噁英等无意排放（即工业生产、废物处理

等过程中非故意生成）的POPs，提前完成 2025年

的履约目标。在《关于汞的水俣公约》（2017年）

履约方面，我国基本完成主要添汞产品的淘汰工

作，推动主要涉汞工艺的低汞或无汞化替代，成为

全球大气汞减排总量最大的国家。

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在履行国际环境公约方面

仍面临较大压力，大气环境国际履约整体进入困难

期。我国经济体量大，多类大气成分排放总量在国

际上居于高位，也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

一（排放量占全球的 30%以上）[13]。我国在汞[14,15]、

ODS[16]、二噁英[17]等污染物的排放方面均占全球较

大的比例。此外，《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

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

公约》持续增列新的管控物质，而经济社会发展可

能导致新增排放，客观上增加了我国履约的难度，

也对我国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气候变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不容忽视

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存在相互作用。目前，我

国处于全球O3浓度的高值区域，而全球和区域内

温度持续升高、连续无降水日增加，均会加剧我国

O3污染。一方面，全球变暖会增强挥发性有机物

（VOCs）、活性氮成分的自然源排放[18,19]，提高前体

物生成O3的效率[20]；气候变化带来了更为频繁的高

温热浪[21~24]，而高温热浪通常与晴空、静稳天气紧

密联系，容易引发大范围的O3污染[25]。另一方面，

平流层环流在全球变暖条件下得到增强，每年可增

加 3%的平流层O3向对流层的垂直传输[26]，促成近

地面O3浓度增加。在全球增温 1.5~2.5 ℃情景下，

假定人为排放不变，则我国东部年均O3浓度将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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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 μg/m3[27]，其他增暖情景均会加剧我国东部

地区的O3污染[28~30]。

气候变化具有推高 PM2.5浓度的作用，但这一

作用的不确定性很大。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东亚

冬季风减弱、东亚大槽变浅、中低层大气更加稳

定，导致污染扩散条件恶化[31]，在冬季可能加大极

端PM2.5污染过程出现的频率[32,33]。此外，全球变暖

引起的野火事件增多[34]，也是加大空气污染风险的

重要因素。

三、我国大气环境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亟需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理论创新

实现大气污染防治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

的重大转变，是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提升从量变到质

变的关键。我国在大气环境系统治理方面虽有显著

进展，但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亟需理论创新。大

气环境系统治理的核心理论之一是大气氧化性理

论。大气氧化是大气环境系统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微

观机制，大气氧化性的强弱受到大气中多种成分浓

度变化的影响。此外，大气氧化性决定关键大气成

分（引起大气环境问题）的化学寿命，由此将全球

和区域尺度的大气环境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相关理

论既是 PM2.5、O3协同防控的瓶颈，也是区域污染

与全球变化协同应对的关键。

在大气污染防治的实践中，我国学者通过国内

外大气污染特征的比较和分析，提出了以大气氧化

性为核心的大气复合污染成因理论框架[35]，为面向

二次颗粒物、O3的二次污染预测与控制提供了理论

参照。随着大气环境问题趋于复杂，相关理论框架

适逢完善和提升的战略机遇期：全球气候变化对区

域大气环境问题的作用成为科学共识，而全球气候

变化背景下的二次污染演变规律及趋势亟待揭示；

大气环境系统治理成为重大需求，区域 ‒ 全球问题

相互关联和精准调控方法的理论基础亟需厘清。

实现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理论创新，重在两方

面：① 厘清多污染物相互作用基础上的大气氧化性

演变规律，建立适用于全国和重点区域的大气自由

基精准监测与模拟技术方法；② 揭示关键大气成分

在全球、区域、城市、街区、室内等尺度上的协同

与拮抗机制，阐明跨圈层、多介质相互作用机制，

实现多尺度融合的高分辨模拟。

大气环境研究体系亟待向经济社会发展、生态

环境风险两个方向进行延伸和拓展。后续，我国将

大力度释放产业、能源、交通、土地利用结构

（“四大结构”）调整在减污降碳上的潜力，以重

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公路

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将发生明显转变，必然深刻改

变大气环境的格局及趋势，亟需开展前瞻性基础研

究，用于支撑“四大结构”调整。大气环境的演变

可能伴随重大的健康和生态风险，导致人群健康、

生态损害的因素涉及区域污染物、新污染物、气象

因子及重污染、极端天气（如高温和热浪），相关

过程还存在耦合作用，因而防范生态风险对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我国大气环境

风险管控的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决策支持平台尚存

在技术“短板”，针对人群健康、生态风险的科学

评估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亟待加强风险评估与管控

方面的科技创新能力。

（二）亟需大力度释放碳污治理协同增效潜力

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中，减污、降

碳、扩绿、增长是一体化的顶层设计。发挥各项工

作的自有潜力，更好促进各项工作的协同增效，是

加速推动绿色增长的关键点。当前，我国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作用发挥得较为有限，重点行业和区域的

碳污治理未开展协同[36]。不适宜的减排路径不仅会

干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可能因减排措施

缺乏协同而致碳污治理失衡，加剧大气环境治理的

系统性风险。

在治理逻辑上，减污、降碳工作存在“串联、

双线”各自为战的思维定式。在空气质量改善的

“强约束”下，大气污染攻坚行动仍以末端治理为

主，大量新建环境基础设施未考虑温室气体排放控

制因素，将在未来 20~30年的生命周期中产生碳锁

定效应。

在治理路径上，对新能源相关产业发展和区域

性布局可能带来的新增污染物排放负荷缺乏针对性

设计，“双碳”路径也未充分考虑大气污染防治等

环境治理对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的区域异质

性要求。在推动能源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时，需要

更为细致地考量区域差异和环境承载能力，精准发

挥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

在治理技术上，现有的单要素治理无法解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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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上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大体量排放的问题，尤

其是在重点行业和高排放设施的动态排放监测与精

准溯源方面能力不足。亟需开发全球 ‒ 国家 ‒ 区域

尺度的减污降碳综合评估模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的成套工艺技术。

（三）亟需大气环境多尺度一体化治理策略

生态环境治理是在长周期内人类活动与自然过

程相互作用的结果。自工业革命后，人类活动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已明显超过自然变化，释放了大量的

物质进入大气，导致区域污染事件频发、生态环境

安全遭受被动影响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例如，全

球经历了 SO2、NOx、颗粒物、O3等引起的大气污

染，CO2、CH4、N2O等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屡创新

高。与此同时，人工合成的氟利昂、哈龙类物质导

致平流层O3损耗，化学品引发现实与潜在的健康、

生态威胁，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

各类大气环境问题之间同时存在协同与拮抗作

用（见表 1）。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POPs、汞

等主要排放源具有高度的协同性，如我国污染防治

攻坚战兼顾促进了CO2减排，履行《关于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在废物焚烧的二噁英、汞减排上发挥了较显著的协

同作用。相关的拮抗作用较复杂：区域大气 PM2.5

关键组分具有显著的致冷效应，相关物质浓度的大

幅下降对气候变化起到增温作用[37,38]；控制汞、二

噁英的末端措施可能带来 CO2新增排放[39]；履约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过程中

ODS替代物通常具有强烈的温室效应。

研究结果[40]显示，能源结构调整类措施、风／

光、水、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利用，可有效增强大气

污染物和大部分公约管控物质（ODS除外）的协同

减排效果；生物质能、固体废弃物能源等低碳能源

的再利用，可能额外增加大气污染物、汞、多氯二

苯、二噁英、多氯二苯并呋喃（PCDD/DFs）等的

排放；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如淘汰落后产能、推广

水性／清洁溶剂替代、采用新型化工生产工艺，可

促进大气污染物和大部分公约管控物质的协同减

排；再生有色金属替代矿产有色金属生产、电炉废

钢生产替代高炉炼钢等，可能存在增加PCDD/DFs

排放的风险。关于交通结构调整，当前政策主导的

两类措施（推广新能源车，“公转铁、公转水”），

对协同减排大气污染物和公约管控物质有较强的增

效作用，尤其体现在协同减排CO2、NOx方面。在

各领域或行业内提高能源和原辅料的消耗效率，均

有较强的大气污染物和公约管控物质协同减排效

果，在能源领域增效更为显著。常规的大气污染物

末端控制工艺（如除尘、脱硝、脱硫、脱VOCs），

普遍具有一定的汞、PCDD/DFs协同减排效果，但

设备运行所需的能源消耗可能带来额外的 CO2

排放。

四、大气环境问题的内在关联

各类大气环境问题的内在关联是因大气成分之

间的相互作用而普遍存在的（见图 1），对空气质

量、气候变化、平流层物理化学过程产生影响。实

表1　主要成分减排对区域污染防控和全球变化效应的影响

主要成分减排

CO2

对流层O3

PM2.5

CH4

ODS

HFCs/HCFCs

BC

OC

VOCs

NOx

SO2

CO

空气污染

改善

+

+

+

+

+

+

+

+

+

+

+

+

气候变化

应对

+

+

‒

+

+

+

+

‒

+/‒

‒

‒

+

平流层

保护

+/‒

？

+

+

+

+

+

？

+

+

+

？

降低健康

风险

+

+

+

+

+

+

+

+

+

+

+

+

注：HFCs表示氢氟碳化物；HCFCs表示含氢氯氟烃；BC表示黑碳；OC表

示有机碳；+表示促进作用；-表示抑制作用；？表示作用不显著或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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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对流层空气质量-平流层-气候变化之间的
相互作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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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这种影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厘清

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不仅是大气领域科学前沿探

索的需要，也是系统治理大气环境问题的关键支撑。

（一）区域 ‒ 全球大气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

1. 二次颗粒物和O3的相互作用机制

在对流层内，二次 PM2.5与O3之间存在复杂的

相互作用机制[41~43]。① PM2.5、O3在区域尺度上具有

共同的前体物来源，大气中的化学转化和传输过程

也表现出相似性。更为关键的是，大气氧化作用将

PM2.5、O3的生成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O3浓度升高

会增强大气氧化能力，进而加速二次 PM2.5的生成

和老化过程，导致气溶胶的散射能力增加，也就促

进O3的生成，由此形成正反馈作用机制。② PM2.5

与O3之间存在复杂的耦合作用。PM2.5浓度降低会

减弱颗粒物的消光作用，从而增加大气活性分子的

光解速率，构成O3浓度升高的主要驱动力。PM2.5

浓度下降会减少大气中过氧自由基（如HO2、RO2）

的非均相摄取，进而促进O3的生成，相应贡献度约

为光解增强机制的1/3。③ 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各

国PM2.5浓度下降引起的O3变化曲线具有可归一化的

特性。当PM2.5浓度降至较低水平（如40 μg/m3）后，

对O3浓度升高的驱动能力明显减弱，PM2.5、O3浓度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则变得更加显著。

2. 全球变化与区域二次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

全球变化与区域二次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

体现在以下关键过程。① 对流层中的多种成分，如

温室气体、ODS及替代物、颗粒物、O3等，均具有

全球辐射效应，在气候变化中发挥重要影响。大气

氧化性决定着温室气体的大气寿命，进而对气候变

化的发展趋势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② 气候变化改

变气象条件，进而影响对流层大气的动力与热力条

件，对大气中二次污染物的长期变化趋势具有直接

影响。③ 平流层与对流层之间存在物质及能量交

换，平流层O3向对流层的输送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

注，对流层大气成分向平流层的输送也是科学热点。

尤其是近年来火山喷发、野火燃烧等将大量颗粒物

和气态污染物释放并抬升至平流层，对平流层乃至

全球大气环境产生深远影响。④ 平流层O3损耗及其

近期的修复趋势对进入对流层的紫外辐射产生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对流层的大气化学过程，特别

是自由基生成过程，进而影响大气二次污染的形成。

全球范围内相关问题也是密切联系的。气候变

化导致全球气温、水汽出现变化是平流层O3恢复科

学评估方面的重要因子，为保护臭氧层而实施的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中ODS

及替代化学品具有不同的增温效应，平流层引发的

辐射特别是紫外辐射的变化，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备受关注。

（二）跨圈层多污染物、多介质过程的相互作用

机制

将全球变化与区域大气污染相联系并开展系统

化、集成化研究，是实施基础研究重大突破的战略

选择，也是提升大气环境系统治理成效的重要转

变。需要认识到，全球变化与区域大气污染问题在

时间、空间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各自的研究范式

也不尽相同。跨圈层多污染物、多介质过程机制的

定量认知和精准预测，是亟待突破的科技瓶颈。大

气环境领域的两大前沿问题指：跨尺度环境问题的

交互影响，尤其是全球变化与区域空气质量之间的

相互作用；多污染物、多介质环境过程的耦合作

用，如大气 ‒ 水体 ‒ 土壤 ‒ 生态跨介质复合污染及

相互影响。大气环境系统治理需要在这两个方面取

得突破性进展，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性并逐渐成为大

气领域的科技共识。人为活动、自然系统排放

的NOx、VOCs、氨等成分，在大气中经过复杂的

均相／非均相过程而形成PM2.5、O3等二次污染物。

大气中的含氮物质以干湿沉降方式进入土壤和水

体，导致土壤和地表水富营养化。土壤和水体中的

氮通过硝化、反硝化过程向大气排放活性含氮化合

物，又对环境空气质量构成影响。此外，POPs、汞

也属于跨介质污染物。

跨圈层多介质过程是大气环境问题系统治理的

核心科学问题，对管理决策起到重要的科技支撑作

用。当前的研究集中于单一圈层过程，跨圈层、多

介质研究正在快速推进，但多介质过程机制研究仅

处于起步阶段。面向跨圈层、多介质机制的定量化

监测、模拟、预测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如果

存在足够的天然源 VOCs（BVOCs）排放，土壤

NO与随后的HO2反应生成NO2、OH，将导致HO2

进一步氧化为NO[44]；土壤NO排放充当BVOCs反

应的催化剂，添加到NOx循环中，增加大气的氧化

能力并促进BVOCs的化学反应和O3的生成。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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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我国植被BVOCs、土壤NO排放的协同效应

致使 O3浓度增加 11.8±14.4 μg/m3，超过了 BVOCs

单独引起的 7.1±13.4 μg/m3、土壤 NO 单独引起的

3.2±8.3 μg/m3的总和[44]；特别是在O3浓度较高的东

部地区可以导致更大的O3变化（~20 μg/m3）[44]。可

见，如果将生物圈、土壤圈的过程耦合起来，协同

效应对O3生成影响较各自排放影响程度的加和可提

高1倍以上。跨圈层、多介质过程机制是科学理解

全球 ‒ 区域大气环境问题的核心内容，也是今后一

定时期内我国大气环境领域基础研究有待突破的瓶

颈环节。

五、支撑大气环境问题系统治理的关键体系

（一）大气氧化性的基础理论与应用

全球 ‒ 区域大气环境问题具有复杂的关联性，

凸显对跨圈层、多介质过程机制和大气氧化性深入

研究的必要性。大气氧化性作为大气环境的关键属

性，直接控制空气质量、气候变化、平流层O3损耗、

POPs等环境问题的关联性与演变过程（见图2），对

全球、区域、局部地区的大气过程产生决定性

影响[45,46]。

当前的大气氧化性研究在监测与模拟方面存在

不足。全球大气自由基的未知来源机制尚未充分厘

清，导致自由基浓度的模拟结果与实测数据存在系

统性偏差。盒子模型在低NOx、高VOCs条件下普遍

低估OH自由基的浓度，而在高NOx、高VOCs条件

下普遍低估HO2的浓度[47]。这些差异直接反映出现

有的自由基化学理论存在明显局限。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为，1850—1980年全球OH

自由基浓度变化不显著，而1980—2014年期间增长

约9%[48]。这种变化趋势表明，自由基平衡状态受到

人类活动及大气成分变化的深刻影响。

大气氧化性对于建立全组分的科学概念极为重

要，自由基能与大气环境中几乎所有的组分发生化

学反应，基于自由基生成与去除的闭合研究可定量

检验大气组分的完整度，支持对导致区域和全球问

题的关键组分是否存在显著缺失进行科学判断，在

跨圈层、多介质全组分研究中将起到关键作用。

大气氧化性研究在数十年间得到了大量的资源

支持，但相关科学内涵、来源机制、表征方法等仍

存在争议，并未建立科学共识。近年来，大气氧化

性研究获得积极进展：从自由基浓度的单一表征逐

步扩展至成分转化速率的多维度描述，研究对象从

均相体系拓展至液相和多相体系。在技术手段方

面，野外观测、实验室模拟、数值模型的一体化研

究初见成效，有望突破传统自由基理论的局限，重

现大气氧化性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而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情景预测未来趋势。

大气氧化性的科学研究对我国大气环境系统治

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基于大气氧化性的定量

评估，可以阐明大气氧化性的演变趋势和关键影响

因素，明确我国大气氧化性的区域分布特征，探索

大气氧化性科学调控的技术思路，对制定未来大气

环境系统治理的科学对策和行动方案具有重要的科

学意义。

（二）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创新技术链

构建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创新技术链，支持突

破区域 ‒ 全球环境问题协同控制的技术瓶颈。① 统

筹构建涵盖常规大气污染物、温室气体、公约管控

物质的融合排放清单和动态更新机制，明确相关的

排放因子、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形成包含国

家 ‒ 区域 ‒ 城市 ‒ 园区 ‒ 行业5个层次的多维来源大

数据体系。② 建立和完善支撑大气环境系统探测的

“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构建从全球到区域、

多尺度功能有机衔接的智慧感知系统。科学部署全

国及重点区域的综合性野外观测计划，体系化建设

大气环境超级站，形成针对大气全组分的闭合观测

能力。③ 构建自主开源的大气环境全组分模型，涵

《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
   蒙特利尔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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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气氧化性（表现为OH自由基）在大气环境系统中的
作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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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物理化学过程、跨圈层传输与环境影响评估。开

发面向温室气体与污染物协同控制的智能模拟模

块，融合基于数值模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综合基

础数据库，形成大气环境系统的精准预报与情景模

拟分析能力。

在此基础上，提出领域科技的总体部署方案，

创建以全球 ‒ 区域大气环境问题协同防控和系统解

决为核心的国家及区域方案，构建面向风险防控的

大气多污染物协同治理智慧决策平台，为全面实现

“美丽中国”大气环境目标提供理论和科技支撑。

六、我国大气环境问题系统治理的工作建议

（一）开展国家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顶层设计

建议适时启动我国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顶层设

计，面向区域污染 ‒ 全球变化治理协同增效的重大

需求，研究和制定国家指导性文件：“污染防治与

全球环境履约协同应对工作实施意见”，用于系统

部署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工作目标、主要原则、重

点任务；“‘美丽中国’大气全组分管理考核指标

体系的意见”，用于指导大气环境系统治理工作进

程及成效的评估与考核。

需要充分认识大气环境系统治理工作的艰巨

性、复杂性、长期性。在厘清区域 ‒ 全球尺度问题

相互作用机制和评估准则的基础上，按照“促进协

同作用、缓解拮抗作用”原则，形成国家 ‒ 区域 ‒ 

行业等层次的中长期规划方案。结合国情实际，科

学制定污染防治攻坚、“双碳”行动、健康中国行

动、全球环境履约相关的减排目标和控制目标，统

筹设计与大气关键成分控制相关的能源／产业／交

通结构调整、减排技术布局、市场机制构建，落实

顶层设计与行业、区域方案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

兼顾根本性改善区域空气质量、从全球环境治理参

与者向引领者转变。

（二）启动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科技创新项目

针对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理论创新需求，瞄准

大气氧化性理论和跨圈层、多介质过程机制，以全

球 ‒ 区域问题协同解决为牵引，统筹开展基础研

究、全链条科技创新，适时布局相关基础研究计划

项目。① 创新大气活性成分地气交换机制理论，构

建城市、海洋、陆地生态系统与大气之间交换通量

的精准测量技术，形成复杂污染源类型（如植被、

船舶、机动车、生物质燃烧、野火、垃圾焚烧）与

新型污染物（如活性氮、活性碳）等排放规律及变

化特征的定量技术体系。② 创新不同环境下大气氧

化性的来源、去除、循环机制，研制局部地区、区

域、全球大气自由基理论以及多尺度自适应的大气

全组分化学模型，揭示全球变化背景下大气氧化性

变化规律及关键影响因素。③ 系统开展大气强氧化

性条件下新粒子核化增长、颗粒物非均相 ‒ 多相化

学反应等研究，采用外场观测 ‒ 实验室模拟 ‒ 多尺

度化学传输模式进行相关系统的评估。④ 开展全球

变化背景下空气质量与气候变化的综合研究，探讨

大气全组分在典型区域的演变规律，揭示跨圈层相

互作用、平流层注入与气候变化对空气质量的耦合

机制，量化国际热点地区的大气污染跨界输送对区

域空气质量的影响。

（三）构建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管理机制

管理机制决定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走向及成

效，随着管理对象特征的变化而需相应调整。我国

的空气质量管理在以一次污染防控为主的阶段采用

了以城市为主体的属地管理方式，在以扬尘、

PM10、SO2为主要矛盾的治理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酸沉降、PM2.5、O3相关问题的出现，大气环境

领域适时从城市管理向区域尺度管理转变，以“两

控区”、城市 ‒ 区域相结合的管理方式解决了波及

我国 1/3国土面积的酸沉降问题，在重点城市群地

区采用区域联防联控的管理模式并取得 PM2.5管控

的良好成效。在面对区域 ‒ 全球跨圈层、多介质问

题的协同管理形势下，亟需统筹设计行业、区域方

案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采用部际联席会议工作制

度，形成全球问题应对 ‒ 区域污染防控协同的决

策、实施、监管综合机制，建立“一张网”“一个

清单”“一个模型”集成的大气全组分智能感知与

智慧决策业务化系统。可设置专门的科研机构联席

会议，提供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行业和区域方案以

及行动计划建议，牵头开展典型区域的示范应用；

立足实践并逐步形成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管理架构

和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相关的评价机制。

（四）部署大气环境系统治理的行动计划

大气环境系统治理是大气环境领域的新挑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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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任务，建议按照我国大气环境治理根本改善的

路线图，根据优先度有序部署行动计划。① 加快补

齐大气环境系统治理方面的突出短板。VOCs作为

在区域污染、全球气候变化中均起到关键作用的成

分，在国家大气环境管理中未得到充分重视。在全

球相关问题凸显的背景下，我国需启动实施包括

VOCs、CH4、ODS、POPs在内的有机污染物全过

程深度防控，大力推动相关行业产品及工艺的绿色

转型。有关《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打赢蓝天

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成效的科学评估已建议

实施VOCs治理国家重大工程。结合区域 ‒ 全球问

题治理协同增效的需求，可及早谋划、适时部署大

气全有机物（含 VOCs、CH4、POPs、ODS、有毒

有害有机物）的协同治理行动计划。② 部署区域 ‒ 

全球问题协同治理的行业和区域行动。以区域 ‒ 全

球问题协同解决为牵引，推进“四大结构”动态调

整以及生态、生产、生活绿色转型。将碳排放纳入

大气污染治理的评估和审核体系，以空间统筹、部

门协同的方式安全有序地开展减污和降碳。逐步推

广市场化手段、多样化的经济激励政策，如总排放

量控制指标、能效排放标准、排放权交易市场、绿

色节能补贴等，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公众参与的积

极性。

面向未来，还需择机实施我国大气全组分风险

管控。区域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平流层O3损耗、

POPs、汞及新污染物等，均可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人

群健康和生态系统损害。然而，生态环境中组分及

其转化、介质间相互作用、跨圈层交换与运移特征

及其对人群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等还存在较大的

科学争议，支撑实施健康和生态风险管控的基础能

力依然明显不足。可推动人群健康和生态风险科学

评估的体系化、规范化，加强风险因素的观测、模

拟和预报；同时选择有条件的区域或城市，探索应

用基于风险的大气环境系统管理模拟方法，逐步建

立和完善大气环境人群健康与生态风险管控体系。

利益冲突声明

本文作者在此声明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或财务冲突。

Received date: November 3, 2024; Revised date: March 25, 2025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Yuanhang is a professor from the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Peking University, and a 

member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His major research field 

is atmospheric chemistry. E-mail: yhzhang@pku.edu.cn

Funding project: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 (2023YFC3706200, 

2023YFC3706100);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Coordinated Response to Air Quality and Global Change 

in China” (2023-XZ-78)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保护部. 2023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 [R].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保护部, 2024.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3 China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dition bulletin [R]. 

Beijing: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4.

[2] 耿冠楠, 肖清扬, 郑逸璇, 等. 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

中国东部地区PM2.5化学成分的影响 [J].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2020, 50(4): 469‒482.

Geng G N, Xiao Q Y, Zheng Y X, et al. Impact of China’s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ion plan on PM2.5 chemical 

composition over Eastern China [J]. Scientia Sinica Terrae, 2020, 

50(4): 469‒482.

[3] Zhao B, Wang S X, Hao J M.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 [J]. 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 2024, 18(6): 68.

[4] Zheng H, Kong S F, Seo J, et al.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in 

improving air quality in China: Analysis of the long-term trends 

from 2014 to 2022 [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24, 183: 108361.

[5] Chen Q, Miao R Q, Geng G N, et al. Widespread 2013—2020 

decreases and reduction challenges of organic aerosol in China [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4, 15: 4465.

[6] Kong L W, Song M D, Li X, et al. Analysis of China’s PM2.5 and 

ozone coordinated control strategy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data 

from 2015 to 2020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24, 

138: 385‒394.

[7] 柴发合. 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历程回顾与展望 [J]. 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 2020, 45(3): 5‒15.

Chai F H. Review and prospect on the atmospheric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 [J].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0, 45(3): 5‒15.

[8] 薛文博, 许艳玲, 史旭荣, 等. 我国大气环境管理历程与展望 [J]. 

中国环境管理, 2021, 13(5): 52‒60.

Xue W B, Xu Y L, Shi X R, et al.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man‐

agement in China: Progress and outlook [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1, 13(5): 52‒60.

[9] 刘伟, 郑逸璇, 冯悦怡, 等. 基于《全球空气质量指导值(2021)》的

中国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与启示 [J]. 中国环境管理, 2023, 15(2): 

140‒148.

Liu W, Zheng Y X, Feng Y Y, et al. Evalu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air quality status in China based on WHO global air quality 

guidelines (2021) [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

ment, 2023, 15(2): 140‒148.

[10]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臭氧污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中国大气臭氧污

染防治蓝皮书(2023年)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4.

Ozone Pollution Control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lue book on the prevention 

172



中国工程科学 2025 年 第 27 卷 第 3 期

and control of atmospheric ozone pollution in China (2023) [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24.

[11] 严刚, 薛文博, 雷宇, 等. 我国臭氧污染形势分析及防控对策建

议 [J]. 环境保护, 2020, 48(15): 15‒19.

Yan G, Xue W B, Lei Y, et al. Situa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ozone pollution in China [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20, 

48(15): 15‒19.

[12] 中国履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三十年

成效显著 [EB/OL]. (2022-12-05)[ 2025-02-15]. https://www.mee.

gov.cn/xxgk/hjyw/202212/t20221205_1006940.shtml.

China’s three decades of implementing the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yield notable achieve‐

ments [EB/OL]. (2022-12-05)[2025-02-15]. https://www.mee.gov.

cn/xxgk/hjyw/202212/t20221205_1006940.shtml.

[1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CO2 emissions in 2023 [EB/OL]. 

(2024-03-15)[2025-02-15]. https://www.iea.org/reports/co2-emissions-

in-2023.

[14] Global Mercury Partnership. Technical background report for the 

global mercury assessment 2013 [EB/OL]. [2025-02-15]. https://

www.unep.org/globalmercurypartnership/resources/report/technical-

background-report-global-mercury-assessment-2013.

[15] Zhang L, Wang S X, Wang L, et al. Updated emission inventories 

for speciated atmospheric mercury from anthropogenic sources 

in China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5, 49(5): 

3185‒3194.

[16] Wu J, Ding S, Fang X K, et al. Banks, emission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China’s ozone depletion substances and hydrofluoro‐

carbon substitutes during 1980—2020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3, 882: 163586.

[17] Lei R R, Xu Z C, Xing Y, et al. Global status of dioxin emission 

and China’s role in reducing the emission [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21, 418: 126265.

[18] Naik V, Delire C, Wuebbles D J. Sensitivity of global biogenic 

isoprenoid emissions to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atmospheric CO2 [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2004, 109(D6): 

D06301.

[19] Stavrakou T, Müller J F, Bauwens M, et al. Isoprene emissions 

over Asia 1979—2012: Impact of climate and land-use changes [J].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14, 14(9): 4587‒4605.

[20] Schnell J L, Prather M J, Josse B, et al.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on surface ozone over North America, Europe, and East Asia [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6, 43(7): 3509‒3518.

[21] Lelieveld J, Hadjinicolaou P, Kostopoulou E, et al. Model pro‐

jected heat extremes and air pollu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

nean and Middle Ea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4, 14(5): 1937‒1949.

[22] Porter W C, Heald C L, Cooley D,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ob‐

served sensitivities of air-quality extremes to meteorological drivers 

via quantile regression [J].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15, 15(18): 10349‒10366.

[23] Hou P, Wu S L. Long-term changes in extreme air pollution meteo‐

rolog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air quality [J]. Scientific Reports, 

2016, 6: 23792.

[24] Schnell J L, Prather M J. Co-occurrence of extremes in surface 

ozone, particulate matter, and temperature over eastern North 

America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114(11): 2854‒2859.

[25] Sun W X, Hess P, Liu C J. The impact of meteorological persis‐

tence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extremes of ozone [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7, 44(3): 1545‒1553.

[26] Meul S, Langematz U, Kröger P, et al. Future changes in the 

stratosphere-to-troposphere ozone mass flux and the contribution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ozone recovery [J]. Atmospheric Chem‐

istry and Physics, 2018, 18(10): 7721‒7738.

[27] Zanis P, Akritidis D, Turnock S, et al. Climate change penalty and 

benefit on surface ozone: A global perspective based on CMIP6 

earth system models [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22, 

17(2): 1‒10.

[28] Hong C P, Zhang Q, Zhang Y, et 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future air quality and human health in China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9, 116(35): 17193‒17200.

[29] Wang Y X, Shen L L, Wu S L, et al. Sensitivity of surface ozone 

over China to 2000—2050 global changes of climate and emis‐

sions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13, 75: 374‒382.

[30] Westervelt D M, Ma C T, He M Z, et al. Mid-21st century ozone 

air quality and health burden in China under emissions scenarios 

and climate change [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19, 

14(7): 074030.

[31] Zhang X Y, Zhong J T, Wang J Z, et al. The interdecadal worsen‐

ing of weather conditions affecting aerosol pollution in the Beijing 

area in relation to climate warming [J].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18, 18(8): 5991‒5999.

[32] Cai W J, Li K, Liao H, et al. Weather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Beijing severe haze more frequent under climate change [J].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17, 7(4): 257‒262.

[33] Zou Y F, Wang Y H, Zhang Y Z, et al. Arctic sea ice, Eurasia 

snow, and extreme winter haze in China [J]. Science Advances, 

2017, 3(3): e1602751.

[34] Di Virgilio G, Evans J P, Blake S A P, et al. Climate change in‐

creases the potential for extreme wildfires [J]. Geophysical Re‐

search Letters, 2019, 46(14): 8517‒8526.

[35] Shao M, Tang X Y, Zhang Y H, et al. City clusters in China: Air 

and surface water pollution [J].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

ronment, 2006, 4(7): 353‒361.

[36] 赵曼仪, 王科.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综合评估的研究综述与展

望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4, 34(2): 58‒69.

Zhao M Y, Wang K.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s of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air pollution control: A 

literature review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

ment, 2024, 34(2): 58‒69.

[37] Gao J Y, Yang Y, Wang H L, et al. Climate responses in China to do‐

mestic and foreign aerosol changes due to clean air actions during 

2013—2019 [J]. npj Climate and Atmospheric Science, 2023, 6: 160.

[38] Wang P Y, Yang Y, Xue D K, et al. Aerosols overtake greenhouse 

gases causing a warmer climate and more weather extremes toward 

carbon neutrality [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3, 14(1): 7257.

[39] Gao J, He B, Chen B W, et al. Can mercury influence carbon diox‐

173



我国大气环境问题系统治理的构思

ide levels?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24, 58(14): 6077‒6082.

[40] Li S Y, Wang S X, Wu Q R, et al. Integrated benefits of synergis‐

tically reducing air pollutants and carbon dioxide in China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24, 58(32): 14193 ‒

14202.

[41] Wang Y H, Gao W K, Wang S, et al. Contrasting trends of PM2.5 

and surface-ozone concentration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17 [J].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20, 7(8): 1331‒1339.

[42] Li K, Jacob D J, Liao H, et al. A two-pollutant strategy for im‐

proving ozone and particulate air quality in China [J]. Nature Geo‐

science, 2019, 12(11): 906‒910.

[43] 孙金金, 谢晓栋, 秦墨梅, 等. 不同时间尺度上PM2.5与臭氧协同

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J]. 科学通报, 2022, 67(18): 2018‒2028.

Sun J J, Xie X D, Qin M M, et al. Analysis of coordinated relation‐

ship between PM2.5 and ozone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s on different 

timescales [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22, 67(18): 2018‒2028.

[44] Chen W H, Guenther A B, Jia S G, et al. Synergistic effects of bio‐

geni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and soil nitric oxide emissions 

on summertime ozone formation in China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2, 828: 154218.

[45] Prinn R G. The cleansing capacity of the atmosphere [J].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003, 28(1): 29‒57.

[46] Lu K D, Guo S, Tan Z F, et al. Exploring atmospheric free-radical 

chemistry in China: The self-cleansing capac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secondary air pollution [J].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19, 6(3): 

579‒594.

[47] Yang X P, Li Y, Ma X F, et al. Unclassical radical generation 

mechanisms in the troposphere: A review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24, 58(36): 15888‒15909.

[48] Gulev S K, Thorne P W, Ahn J, et al. Changing state of the climate 

system [EB/OL]. [2025-02-15]. https://www. ipcc. ch/report/ar6/

wg1/chapter/chapter-2/.

174


